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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顧頡剛發表於民國十九年的〈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奠定了其日後

在「漢代學術史」上的崇高地位。在該文中，顧頡剛詳細地分析漢莽之際的劉歆

如何利用「終始五德」改造古史系統，因此學者們多以為此論點為顧頡剛先生獨

創的見解，忽略了其曾自言〈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一文的形成，其實是

受到崔適《史記探源》中關於「終始五德」論述的啟發。而本文即依循著顧頡剛

對崔適《史記探源》推闡的脈絡，分析崔適「終始五德」學說的要點，以及論述

顧頡剛在〈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該文中對崔適學說的「修正」，從而發

現〈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除了闡述劉歆與「終始五德」之關係，尚有一

隱含的要義，即：顧頡剛旨在論證「劉歆佐莽篡漢」。。 

關鍵字：劉歆   終始五德   佐莽篡漢   崔適   顧頡剛   近代學術 

                                                   
 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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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民國十五年六月《古史辨》第一冊出版後，顧頡剛（1893－1980）旋即

被定位為研究古史專家，同年七月便受聘於廈門大學國學系，教授《尚書》。

隔年又在傅斯年（1896－1950）的邀約下，至廣州中山大學史學系任教，並

兼主任一職。不過，當顧頡剛十月至中山大學時，才知學校除了幫其安排「書

經研究」、「書目指南」等課程之外，亦須教授「中國上古史」一課，而且選

課的人也已選定。在沒有足夠時間編寫講義的情況下，只好專印材料，把許

多人的零碎資料文字鈔點出來，約略組成一個系統。而崔適（1852－1924）

論「終始五德」即是當時教材之一，顧頡剛曰： 

在廣州時，又曾任上古史一課，我始把上古史的材料作系統的收集。（以

前，我雖有志研究古史，但只希望作小問題的研究，並不曾想建立一個

大系統而把所有材料收來，作為說明此系統之用。）我便把康先生辨少

皞的話抄了出來，以崔先生論終始五德的話校之，更以其他的古史系統

證之，始確知《世經》和〈月令〉的古史系統，只是王莽的古史系統，

這個系統是爲他受禪的張本的。1 

無獨有偶，民國十八年顧頡剛轉任燕京大學時，「中國上古史研究」的課

目亦早已公佈，不過此時因有過去的教材可供參考，故使顧頡剛稍微寬心許

多。於是顧頡剛即在舊稿的基礎上，完成了「有系統敘述」的《中國上古史

研究講義》。而其中下學期的講義，甚至改寫為〈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

一文，發表於《清華學報》上，成為顧頡剛重要思想脈絡之一。2 如民國二十

二年為代任「秦漢史」一課所編寫的《漢代史講義》，3 即是依〈五德終始說

                                                   
1
 顧頡剛，〈中國上古史研究課第二學期講義序目〉，《古史辨》（臺北：藍燈文化事業股份有

限公司，1993 年 8 月二版）第五冊上編，頁 259–260。 
2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發表於《清華學報》第六卷第一期（1930 年 6 月），

頁 71–268；後收入顧頡剛編，《古史辨》第五冊下編，頁 404–617。 
3
 雖然顧頡剛當年所代課程為「秦漢史」，但據《顧頡剛日記》所載，顧頡剛將此次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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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政治和歷史〉再加以推闡而成。 

當時曾本崔適先生《史記探源》中所指出的劉歆利用了五德相生說來改

造古史系統的各種證據，加以推闡，寫成〈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

一文，刊入《清華學報》。到一九三三年，同系教授鄧之誠先生患病，請

假半年，屬我代任他的「秦漢史」一課，我就把上述的意思編撰講義。4 

而此《漢代史講義》，日後更先後以《漢代學術史略》與《秦漢的方士與儒

生》為題出版，5 成功地讓顧頡剛站上「漢代學術史」的殿堂，為其再下一學

術里程碑。 

〈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於民初之所以備受重視，除了該文是在

論述「終始五德」形成的歷史因素，以及與漢代政治、學術的關係之外，更

重要的原因在於顧頡剛使漢莽之際的劉歆（46 B.C.－23 A.D.）與「終始五德」

的關係成了近代學術史上一個可以被探討的課題。6 而爭論的焦點，即劉歆是

否利用「終始五德」來「改造古史系統」，如再說得明確點，即「五帝」中的

「少皞（少皥、少昊）」是否為劉歆偽託增入。由於顧頡剛是《古史辨》的中

堅，而「古史辨運動」於民初學界亦掀起一股風潮，致使繼踵者多以為〈五

                                                                                                                                           

定位為「漢代史」，故其亦以《漢代史講義》稱之。見顧頡剛，《顧頡剛日記》（顧潮編，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 5 月初版），第三卷，頁 15。 
4
 顧頡剛，〈序〉，《秦漢的方士與儒生》（上海：羣聯出版社，1955 年 3 月修正第 1 版 195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頁 10。 
5
 《漢代學術史略》於民國二十四年八月由上海亞細亞書局出版；《秦漢的方士與儒生》則

於一九五五年三月上海羣聯出版社出版。關於《漢代史講義》先後以《漢代學術史略》與

《秦漢的方士與儒生》為題出版，顧頡剛如此言：「上海亞細亞書局新開，來函索稿甚急；

我想，再我所編的講義中，這一份還算自成一個段落，便寄給該局出版，姑且命名為《漢

代學術史略》。然而漢代的學術方面尚有許多的輝煌的果實，……這本小冊子裏既大都沒

有敘及，就貿然戴上了一頂『漢代學術史』的大帽子，實在覺得不稱，……今年，羣聯出

版社不以這書為劣陋，要我交給該社重版，……所幸的，現在得有機會，改題為《秦漢的

方士與儒生》，書名與內容相符，可以使我減輕些內心的不安。」見顧頡剛，〈序〉，《秦漢

的方士與儒生》，頁 10–12。 
6
 《古史辨》第五冊下編除了收錄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亦接著收錄錢穆、

胡適、劉節、范文瀾、陳槃、童書業、徐文珊等人回應的文章，不難看出當年顧頡剛發表

此文所得到的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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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一文中所提及「劉歆改造古史系統」的論點是顧

頡剛的獨特的見解，而忽略顧頡剛自言：「當時曾本崔適先生《史記探源》中

所指出的劉歆利用了五德相生說來改造古史系統的各種證據，加以推闡。」

也就是說，被公認為是顧頡剛學說之一的「劉歆改造古史系統」此一課題，

其實是「本」自於崔適的《史記探源》。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如將〈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一文放置在「陰

陽五行」此一範疇，則顧頡剛反而推尊梁啟超（1873－1929）的〈陰陽五行

說之來歷〉。7 其在《古史辨》第五冊的〈自序〉中就如此言：「陰陽五行問題

是梁任公先生提出，而劉子植先生繼承的。我和這些師友們常在一起，當然

要受些他們的影響。」8 但問題是崔適的《史記探源》首次刊刻是在清宣統二

年，而梁啟超的〈陰陽五行說之來歷〉卻遲至民國十二年才發表。此外，顧

頡剛也提及其在民國五年就上過崔適的「春秋公羊學」一課，課堂的講義便

包括《史記探源》。9 然而顧頡剛不管是在〈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文

內10 或《古史辨》第五冊的〈自序〉，都將梁啟超視為當代研究「陰陽五行」

的開創者。會有如此矛盾之處，絕非「終始五德」與「陰陽五行」兩詞彙字

面上的差異，推其因乃在於顧頡剛認為崔適是承繼著清末「今古文之爭」的

脈絡，而非「研究古史」，所以對崔適本今文學家的立場言「終始五德」乃劉

歆偽作的說法，不甚茍同。因此顧頡剛才會轉而標榜梁啟超在「陰陽五行」

研究上的地位，並將梁啟超〈陰陽五行說之來歷〉此文置於《古史辨》第五

冊下編的第一篇，以作為其以為「終始五德∕陰陽五行」至少在戰國時期便

已發展成形的註腳。顧頡剛就說：「崔先生說終始五德之說為劉歆所造，託之

                                                   
7
 梁啟超〈陰陽五行說之來歷〉發表於《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號（1923 年 5 月 25 日），

頁 62–71；後收入顧頡剛編，《古史辨》第五冊下編，頁 343–362。 
8
 顧頡剛，〈自序〉，《古史辨》第五冊，頁 2。 

9
 顧頡剛，〈中國上古史研究課第二學期講義序目〉，《古史辨》第五冊上編，頁 258。 

10
 〈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不但以「五行說的起源」作為第一節，更曰：「直至七年

前，梁任公作〈陰陽五行說之來歷〉，始對於這個向來信守的五行起源說有所懷疑。」見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第五冊下編，頁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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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衍，我也不以為然。如果五德說為向來所無，則新創此說之時必不能遽然

博得多數民眾的信仰，且亦不當有許多衝突的五德的歷史記載。現在王莽以

前的五德記載既這樣多，而王莽時的五德系統和鄒衍的五德系統又根本不

同，可見這是冒牌的而不是創作。」11  

是故可以明確地說，顧頡剛承繼崔適的是「劉歆利用了五德相生說來改

造古史系統」此一概念，而非「終始五德之說為劉歆所造」。不過也由於顧頡

剛對崔適與《史記探源》的推崇，使得在分析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

和歷史〉一文對崔適「終始五德」學說的推闡與「修正」之前，必先探討崔

適如何於《史記探源》詮釋「劉歆」與「終始五德」之關係。 

二、崔適《史記探源》論「終始五德」之要旨 

〈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此篇文章可謂顧頡剛研究「中國上古史」

或「漢代學術史」的代表作，然顧頡剛卻也不諱言地表示，會將「劉歆」與

「終始五德」合而論之，其實是受到崔適於《史記探源》指出「劉歆利用了

五德相生說來改造古史系統」的啟發。所謂「劉歆利用了五德相生說來改造

古史系統」，即指劉歆本著「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

生生相息的概念，增入「少皞」於「五帝」中，從而賦予新莽代漢的合理性。

顧頡剛如此表示： 

崔先生這一部書，分析出《史記》中含有今文義的及古文義的材料，以

今文義的為其原始的文字，古文義的為其增竄的文字。他全書之前，作

了一卷〈序證〉，立了幾個分析的標準。標準中的一個是「終始五德」。

他說：這是劉歆欲明新之代漢，迫於皇天威命，非人力所能辭讓，所以

                                                   
11

 顧頡剛，〈中國上古史研究課第二學期講義序目〉，《古史辨》第五冊上編，頁 256。此外，

在〈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中，顧頡剛也如此言：「他指出劉歆增竄的五事，其一

為終始五德。這是和本篇最有關係的一段文字。其中的主張雖有為我所不敢贊同的（如

說終始五德之說為劉歆所造，託始于鄒衍），但大部分的意思我都承受。」見顧頡剛，〈五

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第五冊下編，頁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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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來的。他把《世經》的系統排給我們看，說：如果不插入少皞，則

漢不能為火德的堯的後代，歆不能為土德的舜的後代，而漢新也不便重

演堯舜的禪讓。12 

如果說「劉歆增入少皞於五帝之中」是崔適論「終始五德」的重要理論

根據，則在崔適之前，康有為（1858－1927）就已立說。康有為在《新學偽

經考》中曾如此提及：「劉歆欲臆造三皇，變亂五帝之說，以與今文家為難，

因躋皇帝於三皇而以少皡補之。其造《世經》，以太皡帝、炎帝、黃帝、少皡

帝、顓頊、帝嚳、唐帝、虞帝為次，隱寓三皇、五帝之說。」13 明顯地，「劉

歆增入少皞」此一論點並非崔適的創見。然而問題就在於康有為的這段言論，

對長期關注《新學偽經考》的顧頡剛來說，豈有不曉得的道理，且顧頡剛亦

知崔適晚年多承襲康有為的今文家言，14 但其卻只強調「本」崔適《史記探

源》而有〈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一文，刻意忽略康有為的論說，似

乎有違學術倫理。事實上，顧頡剛會如此的捨本逐末，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顧

頡剛其實非常清楚康有為只是為了說明古文經學中的「五帝」系譜不同於今

文經學，所以才會提出「劉歆增入少皞」的論點。15 也就是說，顧頡剛認為

康有為並未體會到「劉歆增入少皞」此舉的背後是有「終始五德」在進行運

作，而是到了崔適才提出。 

                                                   
12

 顧頡剛，〈中國上古史研究課第二學期講義序目〉，《古史辨》第五冊上編，頁 255。 
13

 康有為，〈史記經說足證偽經考第二〉，《新學偽經考》（北京：中華書局，1953 年 3 月第

1 版 1988 年 3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頁 40。 
14

 顧頡剛曰：「康先生奔走政治，對于『新學偽經』的研究工作沒有繼續做下去。於是又有

另一個崔先生－－崔觶甫先生出來，根據他的學說作精密的研究，著成了一部《春秋復始》

和一部《史記探源》。」見顧頡剛，〈中國上古史研究課第二學期講義序目〉，《古史辨》

第五冊上編，頁 255。 
15

 對此，顧頡剛就言：「康先生告訴我們，在今學家的歷史裏，五帝只是黃帝、顓頊、帝嚳、

堯、舜，沒有少皞。在古文家的歷史裏，顓頊之上添出了一個少皞，又把伏羲、神農一

起收入，使得這個系統裡有八個人，可以分作三皇五帝，來證實古文家的偽經《周禮》

裏的『三皇五帝』。這個假設，雖由我們看來還有不盡然的地方，但已足以制〈世經〉和

〈月令〉的死命了。」見顧頡剛，〈中國上古史研究課第二學期講義序目〉，《古史辨》第

五冊上編，頁 25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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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十年中，康有為提出少皞本不列帝王位次之說（見《新學偽經考》），

崔適又提出「劉歆欲明新之代漢猶舜之繼堯」之說（見《史記探源》），

我們方纔明白這一說的出現是有作用的。因為漢代的五行思想太濃重

了，所以王莽就變了這套把戲來奪取漢的天下。16 

從顧頡剛的言論，可以知道以「終始五德」論「劉歆增入少皞」此一舉動，

確實首見於崔適《史記探源》。17 

既瞭解崔適被顧頡剛視為民初學界中以「終始五德」學說來論述「劉歆

增入少皞」的第一人，於是分析崔適如何於《史記探源》中指出「劉歆利用

了五德相生說來改造古史系統」便有其必要性。要點有三： 

    第一，流傳的《史記》乃是竄亂的版本，故需「探源」。 

崔適，字懷瑾，又字觶甫。早年師事俞樾（1821－1907），治學「不分今

古」，後受到康有為的影響才轉而「專宗今文」。身為崔適弟子的錢玄同（1887

－1939）便憶道： 

崔君受業於俞曲園先生之門，治經本宗鄭玄，不分今古；後於俞氏處得

讀康氏這書，大為佩服，稱為「字字精確」、「古今無比」，於是力排偽古，

專宗今文。18 

所謂「康氏這書」指的就是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崔適寫給錢玄同的書

信中如此提到：「康君《偽經考》作於二十年前，專論經學之真偽。弟向服

膺紀、阮、段、俞諸公書，根據確鑿，過於國初諸儒，然管見所及，亦有可

駁者，康書則無之，故以為古今無比。若無此書，則弟亦兼宗今古文，至今

                                                   
16

 顧頡剛，〈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偽與辨偽〉，《古史辨》第七冊上編，頁 34。 
17

 論者如沒有仔細比對《新學偽經考》和《史記探源》的差異處，而只據顧頡剛零散的言

論，且又不加以分析，常會以為將「劉歆增入少皞」與「終始五德」合而論述，是康有

為首先提出的。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崔適當年寫給錢玄同的信

中就非常自豪「終始五德」乃其所發明，曰：「雖若『五德』之說與《穀梁傳》皆古文學，

『文王稱王』、『周公攝政』之義並今文說，皆康所未言。」轉引自錢玄同，〈重論經今古

文學問題〉，《古史辨》第五冊上編，頁 24。 
18

 錢玄同，〈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古史辨》第五冊上編，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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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在夢中也。」19 因此寫成於民國前一年的《史記探源》，即在康有為「劉

歆徧偽諸經」的基礎下，加以引申、邃密，崔適甚至自傲的表示此書有康有

為未言之處，曰： 

知漢古文亦偽，自康君始。下走之於康，略如攻東晉《古文尚書》者惠

定宇於閻百詩比。雖若「五德」之說與《穀梁傳》皆古文學，「文王稱王」、

「周公攝政」之義並今文說，皆康所未言；譬若自秦之燕，非乘康君之

舟車至趙，亦不能徒步至燕也。20 

由於《史記探源》八卷，崔適明言是受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影響而成，

故學者們亦多將此書擺置在晚清「今古文之爭」的詮釋脈絡。固然此見解並

沒背離時代背景，但卻無以說明崔適為何會以《史記》作為其「探源」的對

象。而此問題雖是探討《史記探源》的「作意」，但如得以解決，則知崔適為

何會比康有為多發現「終始五德」此一關鍵。也就是說，單言崔適受到《新

學偽經考》－－尤其是第二卷〈史記經說足證偽經考〉－－的影響是不夠的。 

對崔適而言，《史記》乃「五經之橐籥，羣史之領袖也」。21 這理由固然

是其重視《史記》的原因，但依然不能明瞭《史記》為何須被「探源」。原來，

《史記》之所以要被「探源」，在於今日所流傳下來的《史記》乃成於眾人之

手，已非司馬遷（145 B.C.－？ B.C.）所寫之原本，崔適就曰：「《漢書》已

云其缺，於是續者紛起，見於本書者曰褚先生，見於《七略》者曰馮商，見

於《後漢書‧班彪傳》注及《史通》者，有劉歆十六人。」22 因此，崔適認

為唯有透過「探源」，才能再「還原」《史記》「五經之橐籥，羣史之領袖」的

地位。 

                                                   
19

 此段崔適的自白乃錢玄同轉載崔適書信。見錢玄同，〈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古史辨》

第五冊上編，頁 24。 
20

 此段引文轉載自錢玄同引崔適書信。見錢玄同，〈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古史辨》第五

冊上編，頁 24。 
21

 崔適，《史記探源》（張烈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卷一，〈序證‧要略〉，頁 1。 
22

 崔適，《史記探源》，卷一，〈序證‧要略〉，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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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仔細檢閱《史記探源》的結果，會發現崔適欲析離的主要對象只

有劉歆，而非如其所說的「有劉歆十六人」。當然，崔適全書會以劉歆為標靶，

必是受到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影響，但其實崔適亦有一套自己的解釋。

以「五經之橐籥」的角度言，認為劉歆會「續《史記》」，並非是在補足或接

續《史記》，而是因為既已「顛倒五經」，故必須竄亂《史記》以為佐證，崔

適就曰：「羣經皆受其竄亂，而《史記》為五經門戶，則亦不得不竄亂矣。」

23 因此，只要《史記》出現「古學」，即是劉歆等輩竄亂。以「羣史之領袖」

的角度看，則以為《史記》真為「正史」之首，就不應出現《漢書》的內容，

24 尤其是《漢書》中劉歆的言論與意識。然而如何知道《漢書》哪些片段是

「劉歆的」，崔適認為班固（32－92）於《漢書》中都會有明言。 

案《漢書》亦有自言出自劉歆者，〈藝文志〉曰：「錄《七略》」，〈律歷志〉

曰「錄《三統歷》」，是也。乃〈儒林傳〉言經師受授與《七略》相表裏，

〈律歷志〉言六歷五德與〈郊祀志〉、〈張蒼傳〉相牽屬，〈天文志〉、〈地

理志〉言分野與五德相印證，皆可知其為歆作。25 

從而崔適認為凡《史記》中出現前後文矛盾，或與全書之意乖，但可與《漢

書》中的〈藝文志〉、〈律曆志〉的內容相呼應，即是經過劉歆或其徒黨竄

入。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透過「〈律歷志〉言六歷五德」一句可知，崔適重

視「終始五德」此一概念，乃是在「羣史之領袖」的脈絡下產生，而非「五

經之橐籥」。亦可以引申說，是在「史學」傳統中產生，而非康有為一脈的

「經學」。26 

                                                   
23

 崔適，《史記探源》，卷一，〈序證‧竄亂〉，頁 2。 
24

 對此，崔適曰：「凡《史》、《漢》文同，有《漢》錄《史》者，有竄《漢》入《史》者。」

見崔適，《史記探源》，卷一，〈序證‧漢書〉，頁 15。 
25

 崔適，《史記探源》，卷一，〈序證‧要略〉，頁 1。案：「歷」與「曆」通，文承版本，下

同。 
26

 此句話的用意，無非是在強調崔適何以會比康有為更進一步以「終始五德」討論「三皇

五帝」。誠然，《史記探源》內「今學」、「古學」截然分明，儼然是一本「經學」著作，

但實不能忽略《史記探源》的主角是《史記》，是「史學」。而崔適的好友朱祖謀爲《史

記探源》所寫的〈序〉，即是從「史學」、「經學」角度書寫，曰：「吾友崔觶甫所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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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史記》中的「終始五德」，皆據劉歆《三統曆》竄入。 

由於崔適根據班固的「序言」，有了《漢書》的〈律曆志〉就是採錄劉歆

《三統曆》而成的認知，因此凡出現於〈律曆志〉中的任何論述，都被

崔適理所當然地視之為劉歆《三統曆》的內容。尤其是〈律曆志〉依

據「終始五德∕五德相生」的運轉模式，完整紀載帝王繫譜排列與朝

代更迭關係，更被崔適認定為此乃劉歆思想的呈現。也就因為崔適堅信「終

始五德」是「劉歆的」，故當崔適發現今通行的《史記‧曆書》所呈現出的架

構正是「終始五德」時，即自然地認為《史記》中的〈曆書〉乃「妄人」錄

《漢書‧律曆志》而成。27 誠然，《史記》於流傳的過程中，陸續經人撰補是

不變的事實，但此種以東漢才寫定的《漢書》來推論西漢已成書的《史記》，

且斬釘截鐵的說「終始五德」是「劉歆的」，實與前輩學者的認知不同，故崔

適接著取《史記‧五帝本紀》與《史記‧曆書》比對，試圖透過《史記》自

身的矛盾，來說明〈曆書〉的「作者」絕非司馬遷。曰： 

此〈書〉例以〈五帝本紀〉而刺謬者三：〈本紀〉謂堯以閏月正四時，是

堯以前用陽曆，未置閏也，詳「閏月」句下，此則歸之黃帝，一也；〈本

紀〉顓頊繼黃帝，無少皞，此有少皞插入黃帝、顓頊之間，二也；五帝

無少皞，故〈本紀〉無「終始五德」之說，此〈書〉言之甚詳，三也。28 

                                                                                                                                           

記探源》成，其書凡八卷，予讀而偉之，為之敘曰：甚哉！古文學家之亂經學以亂政學，

賴此書而救正之也。……太史公時未有古文，是書證其所本有，辨其所本無，豈惟有功

於史學，其有功於經學、政學如何哉！」見朱祖謀，〈序〉，收於崔適，《史記探源》，頁 1–

2。 
27

 之所以不認為〈曆書〉是劉歆本人竄入或續補，崔適以為〈曆書〉有「割裂」的情況，

此絕非劉歆之過。也因此崔適曾以「殘體者」比喻「妄人」的「割裂」行為，曰：「古文

行文如造物主人，全體皆具，非若造偶人者，始造頭，次造身，次造股肱手足以附益之

也。如劉歆必不造不完具之〈律〉、〈歷〉、〈天官〉、〈封禪〉、〈河渠〉、〈平準書〉，而造完

具之〈律歷〉、〈天文〉、〈郊祀〉、〈溝洫〉、〈食貨志〉者，如增〈書〉為〈志〉，便如造偶

人者，支支節節為之，此劉歆所不屑為。惟載〈志〉為〈書〉，乃如殘全體為斷頭、陷胸、

折足之人也。」見崔適，《史記探源》，卷四，〈平準書第八〉，頁 103。 
28

 崔適，《史記探源》，卷四，〈歷書第四〉，頁 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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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所謂「刺謬者三」，實則可歸結為二個矛盾，一為黃帝時代是否已「置

閏」，一為「五帝」是否數「少皞」。 

關於第一個「置閏」的問題，崔適認為〈歷書〉載：「黃帝考定星曆，建

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29 這段關於黃帝功績的敘述，是可以被質疑的。

除了「建立五行」可能讓崔適產生關注外，更重要的是黃帝「正閏餘」的事

蹟與〈五帝本紀〉的說法產生矛盾，因〈五帝本紀〉記載至堯的時候才開始

「以閏月正四時」。30 是故崔適以「文化漸進」的角度說明〈五帝本紀〉才是

實錄，31 從而認定〈歷書〉此段關於黃帝的論述，絕非司馬遷自言，而是「妄

人」所託言。當然，「建立五行」也就不是黃帝的功績。既然，「建立五行」

與黃帝牽扯不上關係，於是〈五帝本紀〉載：「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32 也

就被崔適以司馬遷之時「尚無五德之說」為由，認為是依《三統曆》竄入。33  

至於第二個「五帝」與「少皞」問題的產生，在於《史記‧五帝本紀》

載：「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帝顓頊也。」34 明白地指

出黃帝死後，帝位由顓頊繼任。可是《史記‧曆書》卻載：「少皞氏之衰也，

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菑薦至，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

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35 認為顓

頊接受帝位於「少皞氏」，明顯地與〈五帝本紀〉所言不同。由於《史記》兩

處記載有異，於是司馬遷筆下的顓頊究竟得位於何者，成了崔適欲「探源」

的問題。所幸司馬遷曾表示其〈五帝本紀〉是依據〈五帝德〉、〈帝繫姓〉書

                                                   
29

 司馬遷撰，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史記》（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

1982 年 11 月第 2 版 1999 年 11 月北京第 16 次印刷），卷二十六，〈曆書第四〉，頁 1256。 
30

 司馬遷，《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一〉，頁 17。 
31

 崔適就曰：「堯時置閏，使用陰歷；帝嚳以前尚用陽歷。孔子稱堯曰：『焕乎其有文章。』

此亦文化漸進之端也。」見崔適，《史記探源》，卷二，〈五帝本紀第一〉，頁 23。 
32

 司馬遷，《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一〉，頁 6。 
33

 崔適，《史記探源》，卷二，〈五帝本紀第一〉，頁 20。 
34

 司馬遷，《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一〉，頁 10。 
35

 司馬遷，《史記》，卷二十六，〈曆書第四〉，頁 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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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36 從而崔適便將此當作評判的依據，認為司馬遷所謂的「五帝」當是孔

子所傳的「黃帝、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此五位帝王。37 也就是說，

黃帝與帝顓頊之間並無「少皞」此一受授者。此外，也由於〈五帝德〉、〈帝

繫姓〉內，孔子並無對「少皞」有任何陳述，因此今日的《史記‧曆書》出

現「少皞氏」的記載，崔適也就不認為是司馬遷本人所書寫。既非司馬遷的

文字，較為合理的解釋就是《史記》在流傳時，遭到「妄人」從《漢書‧律

曆志》續補竄入。  

正因為「終始五德」是劉歆的思想，故崔適又接著認為《漢書‧郊祀志》

載：「自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一句，38 乃是劉歆的託辭，

以為「劉歆欲明新之代漢，迫於皇天威命，非人力所能辭讓，乃造『終始五

德』之說，託始於鄒衍」。39 固然，劉歆於漢莽之際可以假託於鄒衍，以行其

「終始五德」。然而在《史記》中，司馬遷又何嘗不是認為鄒衍發明「終始五

德」，如〈孟子荀卿列傳〉中就明白記載著鄒衍的事蹟及「五德轉移」的言論。

40 對此，崔適則以為此傳關於鄒衍的記載，「決非原文，乃劉歆之誣鄒衍也」。

                                                   
36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

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予觀春秋、國語，

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余并論次，擇其言尤

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見司馬遷，《史記》，卷一，〈五帝本紀第一〉，頁 46。 
37

 此處言崔適以〈五帝本紀〉的「太史公曰」論證〈五帝本紀〉的「五帝」是「黃帝、帝

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此人，似乎在行文論述上有邏輯的問題，要不，即崔適犯了

考證的大忌。但事實上，有問題的是吾人的「前理解」，蓋司馬遷從沒明確告知哪五位是

「五帝」。首先，〈五帝本紀〉內文以「帝」稱的計有黃帝、炎帝、帝顓頊、帝嚳、帝摯、

帝堯、帝舜、帝禹；其次，〈五帝本紀〉亦載有被後世歸為「帝」的共工、少皞。試問，

如無透過〈五帝德〉、〈帝繫姓〉相互發明，何以得知司馬遷所言的「五帝」。然而，吾人

卻常因「三家注」的告知，以及「點校本」的排版，自然的將「黃帝、帝顓頊、帝嚳、

帝堯、帝舜」視為「五帝」，而忽略了〈五帝本紀〉尚有其他「帝」的存在。 
38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

第 10 次印刷），卷二十五上，〈郊祀志第五上〉，頁 1203。 
39

 崔適，《史記探源》，卷一，〈序證‧終始五德〉，頁 3。 
40

 司馬遷，《史記》，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頁 2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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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也就是說，在崔適的認知中，「終始五德」的「作者」就是劉歆，是故《史

記》出現鄒衍始創「終始五德」的言論，便理所當然地被其視之為劉歆所竄

入。 

雖然，崔適藉由劉歆《三統曆》認為《漢書‧郊祀志》言「騶子之徒論

著終始五德之運」是劉歆託始於鄒衍的論點，可為一家之言。但長久以來先

賢們無不認為《漢書‧郊祀志》是以《史記‧封禪書》為底本書寫，面對此

一傳統認知，崔適亦不得不謹慎處理，否則別說是「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

之運」此一句是劉歆竄入，就連「終始五德」是劉歆託始於鄒衍的說法都頗

不合理。也因此崔適特別列舉出《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本身的

矛盾之處，藉此加強其論點。首先，以為「五色天帝」如不是據劉歆「終始

五德」發明，人何以知之？故可知必是《漢書‧郊祀志》受到《三統曆》的

影響，從而刪節成《史記‧封禪書》；其次，如「終始五德」真是鄒衍所創，

何以在鄒衍之前又有「五色天帝」的論述？故可知鄒衍始創「終始五德」乃

是劉歆所假託，以惑世人；再者，如戰國之時已有「終始五德」，秦始皇兼併

天下後採納之，謂己為水德，色上黑，何以終秦之世不拜黑帝？又何以是由

自謂赤帝子的漢高祖祭之？故可知「終始五德」、「五色天帝」皆後起附會之

說，而首發明者為劉歆。對此，崔適即曰： 

此書之自相矛盾有獨甚者，天帝有五，以五德分五色，人焉知之？豈有

人曾上天乎？曰以五色人帝所感生，推而知之也。五色人帝之說，自「終

始五德」始。「終始五德」之說，此書謂自齊威、宣時鄒子始，其說亦不

足信，詳〈序證‧五德〉節及〈孟荀列傳〉下。姑如其說，據之則是齊

威、宣以前未有為「終始五德」之說者，即無人知有五色天帝矣，何以

秦襄公、文公在春秋前已祀白帝，宣公與魯莊公同時，以祀青帝，靈公

猶在姜齊未亡、田齊未興之時，已祀黃帝、炎帝乎？矛盾一矣。謂秦水

德，色上黑，何以終秦之世，徧祀青、黃、赤、白四帝，獨遺黑帝不祭

乎？矛盾二矣。漢高赤帝子，何以祭黑帝？矛盾三矣。當由所徵通天文

                                                   
41

 崔適，《史記探源》，卷七，〈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頁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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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讖者所為，不出一手，國師公不及親覽，故不能畫一焉。42 

於是乎，《史記》在崔適的「探源」下，凡出現「終始五德」相關論述，

即被視為劉歆及其徒黨所竄入。如〈秦始皇本紀〉載：「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

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一句，崔適就言：「此劉歆輩從〈郊祀

志〉竄入。」43 再如〈三代世表〉的太史公曰「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

崔適也言：「此劉歆之徒竄入也。」44 當然，最值得一提的例子莫過於〈張丞

相列傳〉，蓋此傳中記載西漢初期朝廷對「漢德」的爭辯，45 崔適不但認為《史

記‧張丞相列傳》是據《漢書》所竄入，且認為《漢書》的〈張蒼傳〉即是

劉歆所作，目的在爲「終始五德」張本，是〈郊祀志〉、〈律曆志〉的「渡津

筏」。46 

    第三，「終始五德」旨在「欲明新之代漢」，重現「堯舜禪讓」。 

當《史記》、《漢書》不再有歷史先後關係，全然以「今日」流傳下來的

版本看時，《漢書》是有可能竄入《史記》。47 而崔適正是秉持此種態度來對

                                                   
42

 崔適，《史記探源》，卷四，〈封禪書第六〉，頁 102。 
43

 崔適，《史記探源》，卷三，〈秦始皇帝本紀第六〉，頁 55。 
44

 崔適，《史記探源》，卷四，〈三代世表第一〉，頁 68。 
45

 《史記》載：「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為計相時，

緒正律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為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為

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至於為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

蒼為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

以為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為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

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見司馬遷，《史記》，卷九十六，〈張丞相列傳第三

十六〉，頁 2681–2682。 
46

 崔適，《史記探源》，卷八，〈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頁 202。 
47

 事實上，今所見的《史記》確實可發現《漢書》的影子。如《史記‧孝文本紀》內「孝

文帝從代來，即位二十三年，……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儀」此一段，

即據《漢書‧文帝紀》「贊曰」為文。又如《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的「太史公曰」：「春

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

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亦抄錄《漢書‧司馬相如傳》的「贊

曰」。如必說《漢書‧文帝紀》「贊曰」錄於《史記》，可也；但《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的「太史公曰」何以會出現司馬遷死後才出生的揚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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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探源」，從而透過《漢書‧律曆志》發現「終始五德」其實是劉歆

的思想，進而認為《史記》中所載「終始五德」，皆劉歆等輩所竄入。也因此，

崔適於《史記探源‧序證》中特立「終始五德」此一證目，作為「探源」《史

記》的標準，並指出其之所以執著於「終始五德」首見於劉歆《三統曆》，而

非劉歆以前即有之的主要證據，就是「終始五德」旨在「欲明新之代漢」。 

據《漢書‧王莽傳》所載，新莽代漢之時，因改朝換代之因，故對歷代

聖賢明君有了重新「配祀」的動作，然而崔適卻認為此次「配祀」的規劃是

有目的的。而考新莽的「配祀」如下： 

曰：「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世享祀。予惟黃帝、帝少昊、

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帝夏禹、皋陶、伊尹咸有聖德，假于皇天，

功烈巍巍，光施于遠。予甚嘉之，營求其後，將祚厥祀。惟王氏，虞帝

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後也，出自顓頊。」於是封姚恂為初睦

侯，奉黃帝後；梁護為脩遠伯，奉少昊後；皇孫功隆公千，奉帝嚳後；

劉歆為祁烈伯，奉顓頊後；國師劉歆子疊為伊休侯，奉堯後；媯昌為始

睦侯，奉虞帝後；山遵為褒謀子，奉皋陶後；伊玄為褒衡子，奉伊尹後。

漢後定安公劉嬰，位為賓。周後衛公姬黨，更封為章平公，亦為賓。殷

後宋公孔弘，運轉次移，更封為章昭侯，位為恪。夏後遼西姒豐，封為

章功侯，亦為恪。四代古宗，宗祀于明堂，以配皇始祖考虞帝。周公後

褒魯子姬就，宣尼公後褒成子孔鈞，已前定焉。48 

這段有關新莽「配祀」的資料，大致可分為二部分：一為王莽（45 B.C.－23 A.D.

）的「策命」，一為「配祀」的施行。而讓崔適關注的，其實就是王莽「策

命」的部分。 

首先，崔適認為王莽「策命」中提到「黃帝、帝少昊、帝顓頊、帝嚳、

帝堯、帝舜、帝夏禹」此一聖德帝王的順序，並非按孔子的「五帝」排列，

而是依據劉歆「終始五德」的帝系來論述，因為此「策命」亦於黃帝與顓頊

                                                   
48

 班固，《漢書》，卷九十九中，〈王莽傳第六十九中〉，頁 4105。案：點校本此段引文將王

莽的策命斷至「將祚厥祀」，但考其文意當以「出自顓頊」為確。顧頡剛亦採後者，可參

見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第五冊下編，頁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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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增多了一位「少皞」。然而，此至多也只能說劉歆「終始五德」所載帝王

排序不同於孔子所傳，並不能證明「少皞」為劉歆所增。是故，崔適接著以

為王莽「策命」的最後一句「惟王氏，虞帝之後也，出自帝嚳；劉氏，堯之

後也，出自顓頊」，就是劉歆「終始五德」刻意「增入少皞」的目的。 

《漢書‧王莽傳》曰「予惟黃帝、帝少昊、帝顓頊」云云，是增少昊為

五帝，而分配五德，固自歆為莽典文章始矣。歆所以為此說者，由顓頊

水德而下，嚳木、堯火、舜土、夏金、殷水、周木，漢復為火，新復為

土，則新之當受漢禪，如舜之當受堯禪也。49 

從崔適此段論點可知，劉歆之所以要「增入少皞」於「五帝」之中，只是為

了要使「堯、劉」皆為火德、「舜、新」皆為土德，從而在「終始五德」的

運轉模式下，讓「新之代漢」因「堯舜禪讓」此一歷史經驗而合理。至於，

「少皞」於傳說中真否有其人，崔適以為此乃劉歆所創之烏有先生，曰：「

少昊之名出自圖讖，圖讖出自哀章，哀章乃受意於劉歆者也。少昊子虛，則

少昊之子重、該、修、熙、冥也，窮奇也，亦皆烏有先生而已。」50 

正因為這一切都因「劉歆欲明新之代漢」，故崔適也認為史籍載「漢為堯

後劉氏之後」的說法，亦是劉歆所竄入，目的無非就是重現「堯舜禪讓」的

榮景。51 為此，崔適甚至舉東漢賈逵（30－101）諂媚時主為旁證，說明「增

                                                   
49

 崔適，《史記探源》，卷一，〈序證‧終始五德〉，頁 4。 
50

 崔適，《史記探源》，卷二，〈五帝本紀第一〉，頁 21。 
51

 關於史籍中有關「漢為堯後劉氏之後」的記載為劉歆所竄，崔適如此論證：「《左》昭二

十九年傳：蔡墨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於豢龍氏，夏后賜氏曰御龍，以

更豕韋之後。』此劉氏為堯後之一說也。襄二十四年傳：范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

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文十

三年傳：『士會之帑處秦者為劉氏。』此劉氏為堯後又一說也。《漢書‧王莽傳》：莽曰：

『予之皇始祖考虞帝受嬗于唐，漢氏初祖唐帝，世有傳國之象。』實始為漢承堯後之說。

姑無論劉累既更豕韋之後，則非豕韋氏，范氏若係豕韋氏後，則非陶唐氏後；又無論《左

氏》云『其處者為劉氏』，果如疏曰『為先儒插注』否也。即使劉氏果為堯後，安知漢是

此劉氏之後？……且一姓不再興，故堯、舜、禹為天子，後世為諸侯；契、稷、益為諸

侯，後世為天子。未聞天子之苗裔式微，累千年復為天子者也。莽自比於舜受堯嬗，自

以為舜後，因以漢為堯後。賈逵曰：『五經皆無圖讖證明劉氏為堯後者，《左氏》獨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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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少皞」、「漢為堯後」皆「自歆為莽典文章始矣」，曰： 

賈逵曰：「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

謂帝宣也。」然則少昊之名出自圖讖，圖讖出自哀章，哀章乃受意於劉

歆者也。52 

逵奏曰：「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如令堯不得為火，

則漢不得為赤。」案逵此奏，證足與歆意相發明，特逵以媚漢，歆以佐

新，意旨不同爾。53 

不過仔細分析崔適「由顓頊水德而下，嚳木、堯火、舜土、夏金、殷水、

周木，漢復為火，新復為土，則新之當受漢禪，如舜之當受堯禪也」此一段

文字，會發現不需「增入少皞」，「由顓頊水德而下」依然是「漢復為火，新

復為土」，且如果「終始五德」是劉歆所創，顓頊是否為水德，其實都不重要，

因以「五德」為一循環來說，不管顓頊屬於何德，「堯、劉」與「舜、新」依

舊同德。如此，則如何說「增入少皞」必是劉歆所為？且又如何說劉歆創「終

始五德」在「欲明新之代漢」？ 

關於崔適必言「增入少皞」是劉歆所為，實有一關鍵須說明，即王莽於

「策命」中提及先代聖德帝王為何是以黃帝為首。理由有三：一為孔子「五

帝」以黃帝為首，如〈五帝德〉、〈帝繫姓〉所載；二為時人認為黃帝始作制，

如崔適就曾舉《白虎通義‧號篇》說明黃帝始作制，得其中和，故稱黃帝；54 

三為王莽自謂其為黃帝之後，如《漢書‧元后傳》所載： 

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媯汭，

                                                                                                                                           

文。』是《左氏》此文以證圖讖，圖讖即哀章所作金匱策書，持之高廟，莽所藉以受嬗

者。劉歆為莽典文章，遂復散布諸說入《左傳》，假劉累為得氏之始，其稱御龍氏即寓乘

龍御天之意，繼以豕韋以配王氏之陳胡王、敬王並峙，為遙遙華冑爾。然劉氏為堯後，《左

氏》雖有明文，漢為堯後劉氏之後，其有明文者惟王莽詔書耳。」見崔適，《史記探源》，

卷三，〈高祖本紀第八〉，頁 59–60。 
52

 崔適，《史記探源》，卷二，〈五帝本紀第一〉，頁 21。 
53

 崔適，《史記探源》，卷一，〈序證‧終始五德〉，頁 4。 
54

 崔適，《史記探源》，卷二，〈五帝本紀第一〉，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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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媯為姓。至周武王封舜後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

仲，犇齊，齊桓公以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二世稱王，

至王建為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為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

謂之「王家」，因以為氏。55 

而問題的癥結即在於黃帝聖德傳說與王莽賢能形象因王莽的《自本》而得到

聯繫，可是重視黃帝的結果卻會與劉歆欲塑造王莽重現「堯舜禪讓」的理想

衝突，蓋在孔子的「五帝」系譜中，王莽無法是「黃帝之後」，又是「虞舜

之後」。也就是說，在「終始五德」的架構下，黃帝、虞舜、新莽將會是不

同德的情況。因此，崔適認為劉歆爲將王莽是「黃帝之後」又是「虞舜之後

」此一矛盾合理化，便依孔子「五帝」為本，而於黃帝與顓頊之間插入「少

皞」，如此黃帝、虞舜、新莽即可同德。 

雖解決「增入少皞」此一疑問，然「欲明新之代漢」依舊無法得到合理

的說明，蓋「增入少皞」無非是在解決黃帝、虞舜、新莽是否同德的問題，

而非解釋「新之代漢」如何重現「堯舜禪讓」。因從崔適言「由顓頊水德而下，

嚳木、堯火、舜土、夏金、殷水、周木，漢復為火，新復為土」可知，「堯、

劉」與「舜、新」永遠同德，故真要詮釋劉歆「欲明新之代漢」，只須說「終

始五德」創始於劉歆即可，實無須從「增入少皞」論起。然而崔適之所以必

從「增入少皞」論起，在於其以為劉歆「終始五德」的另一要點－－「解消

秦朝」乃因「增入少皞」而產生。且「堯、劉」與「舜、新」之所以會同德，

亦是「解消秦朝」後的結果。論述如下： 

據司馬遷《史記》所載，王朝順序為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

夏、商、周、秦、漢，再加上劉歆「欲明新之代漢」的新莽，共十一代。而

此如依「五德」為一循環來排序，則新莽本為「黃帝之後」。 

                                                   
55

 班固，《漢書》，卷九十八，〈元后傳第六十八〉，頁 4013。 



論顧頡剛對崔適「終始五德」學說的推闡與修正 

 

161 

黃帝
56
 

夏 

新 

顓頊 

商 

 

帝嚳 

周 

 

帝堯 

秦 

 

帝舜 

漢 

 

然而，劉歆爲使新莽既是「黃帝之後」，又是「虞舜之後」，因此有了「增

入少皞」的舉動。 

黃帝 

帝舜 

漢 

少皞 

夏 

新 

顓頊 

商 

 

帝嚳 

周 

 

帝堯 

秦 

 

可是「增入少皞」的結果卻只能使黃帝、虞舜同德，反而使新莽既非「黃帝

之後」，也非「虞舜之後」。是故，崔適認為劉歆的解決之道，就是解消國

祚短暫的秦朝。而在劉歆「終始五德」中，實際運作的手法就是「謂周木德

，漢火德，秦以水德在木火之間，不當五行之序」。57 也就是說，劉歆分別

賦予周朝木德、秦朝水德以及漢朝火德，從而使水德的秦朝無法在「木德生

火德」的規則下，排序於周、漢之中。 

黃帝 

帝舜 

新 

少皞 

夏 

 

顓頊 

商 

 

帝嚳 

周 

 

帝堯 

漢 

 

而「解消秦朝」的結果，不但使黃帝、虞舜、新莽可以同德，且也復使「漢

為堯後」，重現「堯舜禪讓」。就因為劉歆於「終始五德」中，先「增入少

皞」，後「解消秦朝」，而此二個動作又皆爲了「堯舜禪讓」而存在，故崔

適才會認為「終始五德」的目的就是在「欲明新之代漢」。當然，另一個衍

生的結論就是再次證明「終始五德」創始於劉歆。 

                                                   
56

 此處的帝王排列以黃帝為始，只要依據王莽的「策命」，而此正是崔適發現「終始五德」

在「欲明新之代漢」的開端。是故，雖然劉歆《三統曆》於黃帝之前尚有太皞炮犧氏、

炎帝神農氏，但崔適而言，太皞與炎帝是不在其討論之內。此外，此處於黃帝之上不以

土德排序，乃在於依崔適「終始五德」是劉歆創始的論點來看，黃帝是不是土德並不是

重點，重點乃在於結果能使黃帝、虞舜、新莽能夠同德。也就是說，在崔適看來，劉歆

如欲說黃帝是木德、金德亦可。也就因為如此，崔適才會強調黃帝之所以稱「黃」帝，

並非因「有土德之瑞」而稱之，而是因為「黃」乃「中和之色」。 
57

 崔適，《史記探源》，卷一，〈序證‧終始五德〉，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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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以上的論述，可知以《漢書》「探源」《史記》，乃是崔適發明「劉歆

利用了五德相生說來改造古史系統」的關鍵。不過有趣的是，如回到《史記

探源‧序證》裏看「終始五德」此一證目，其實是順著「春秋古文」而發。58 

也就是說，「終始五德」是歸類於《左傳》之下，而非具有《史記探源》開宗

明義地位的「要略」中所引述的，是從《漢書‧律曆志》得到啟發，更非〈序

證‧終始五德〉所告知的，須從《漢書‧王莽傳》得到印證。會有如此大的

矛盾產生，乃在於崔適有劉歆先竄「五經」，再竄《史記》為佐證的前提認知，

因此「終始五德」即依「今古文之爭」的脈絡擺置於《左傳》下，以為《左

傳》既已被劉歆竄入「終始五德」，何況《史記》。至於，崔適「終始五德」

概念是否真從閱讀《左傳》產生，則非矣，蓋如果不透過《史記》、《漢書》

的對照，以及《漢書》所提供的事錄，實無以得知「終始五德」的目的為何？

又如何運作？單就《左傳》來「探源」《史記》，只會走上康有為《新學偽經

考》的老路，以為「劉歆增入少皞」是在「與今文家為難」，而不知此乃「終

始五德」的呈現。59 而這也就是為何《史記探源‧序證》雖將「終始五德」

附屬於《左傳》之下，但「終始五德」該證目的內容終究還是從《漢書》發

義的原因。 

總之，崔適透過班固之言，得知《漢書》的〈律曆志〉乃劉歆《三統曆》

的內容，以及比對〈郊祀志〉、〈王莽傳〉後，發現《三統曆》所載「終始五

德」的目的，在「欲明新之代漢」，從而以為「終始五德」創始於劉歆。也就

因為有了「終始五德」是「劉歆的」前提認知，因此凡是《史記》、《漢書》

記載到「終始五德」的事蹟或言論，皆被崔適視為劉歆所竄入與託假。 

                                                   
58

 「《史記》之文凡與《左氏傳》同，有真出自左邱明者，列國世系及政事典章之屬是也；

出自劉歆者，詳下五節。」案：所謂「詳下五節」即指「終始五德」、「十二分野」、「變

象互體」、「告則書」、「官失之」。見崔適，《史記探源》，卷一，〈序證‧春秋古文〉，頁 3。 
59

 此處所欲表達的意思是，《左傳》中關於「少皞」的記載，崔適雖透過康有為《新學偽經

考》知是劉歆為所，但並無一個條目可以解釋劉歆「增入少皞」此一動作。所幸當崔適

在替《史記》「探源」時，發現劉歆「增入少皞」正符合「終始五德」的規則，從而回過

頭來將「終始五德」此一條目歸附於《左傳》。所以，崔適才會特別自豪「終始五德」是

「古文」的見解是發明康有為所未言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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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顧頡剛對崔適「終始五德」學說的修正 

透過顧頡剛的自述，可以瞭解其在當時能從「中國上古史」轉向「漢代

學術史」，且在漢史學界佔有一席地位，「本」崔適《史記探源》可謂關鍵中

的關鍵。不過如從顧頡剛寫於民國十九年春的《遂初室筆記》第二冊可知，60 

〈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一文並非全襲崔適《史記探源》，而是有所「修

正」，曰：「如果照崔先生所說，五德之說出於劉歆偽造，〔眉批：如果劉歆所

造，則自來即用相生可矣，爲什麼要先用相勝而後用相生？〕那麼，何以要

說漢武帝時定漢為土德呢？這豈不是與新之德衝突了呢？〔眉批：如果劉歆

所造，則一開頭就說漢為火德，豈不乾脆，何必改了又改？〕」61 又曰：「他

以為五德說悉由劉歆造作，我則正之。」62 由於崔適以為「終始五德」出自

劉歆此一論點，充滿著不合理之處，故顧頡剛轉而認為劉歆以前「終始五德」

就已普遍流行，劉歆只是「改造」罷了。而值得注意的是，顧頡剛的「修正」

正好可解決崔適於《史記探源‧序證‧終始五德》中所以為《漢書‧律曆志》

與《漢書‧郊祀志》會出現記載歷代德行不同是劉歆自我矛盾的說法。63 

此外，在《遂初室筆記》第二冊中，顧頡剛曾四度徵引錢穆〈劉向歆父

                                                   
60

 《遂初室筆記》第二冊從民國十九年二月十二日始記。對於此冊，顧頡剛於一九六一年

七月曾如此回憶：「此冊為予始到燕京大學任教時所記，其實銳於思辨，急欲立一系統，

故有〈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一長文之發表。茲冊所記，皆就想到問題匆遽間寫

數行，使無遺忘而已，故條文簡短，次敍凌雜，原非有意為筆記也。」見顧頡剛，《遂初

室筆記》第二冊，《顧頡剛讀書筆記》（顧洪編，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0

年元月初版），第三卷，頁 1225。 
61

 顧頡剛，《遂初室筆記》第二冊，《顧頡剛讀書筆記》，第三卷，頁 1238。 
62

 顧頡剛，《遂初室筆記》第二冊，《顧頡剛讀書筆記》，第三卷，頁 1238。 
63

 崔適曰：「歆之所言，固自以為密合矣。然其所為《三統歷》與〈郊祀志〉，而後人削為

〈封禪書〉者，夏德之屬金、屬木也，殷德之屬水、屬金也，周德之屬木、屬火也，秦

德之屬金、屬水也，漢德之屬水、屬土、屬火也，不合者一。……」見崔適，《史記探源》，

卷一，〈序證‧終始五德〉，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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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年譜〉一文，64 分別於「谷永言漢道微絕」條一次、「甘忠可言更受命」條

一次、「劉向、谷永言天命不私一姓」條二次。65 而將顧頡剛徵引錢穆的文字

還原〈劉向歆父子年譜〉後，發現錢穆於此四處正好都在陳述西漢中期以後，

漢家運數將盡說法已充斥朝廷，何待劉歆「徧偽諸經」來「佐莽篡漢」。由於

錢穆是以史料考證與年譜羅列的方式書寫〈劉向歆父子年譜〉，故「人心厭漢」

的資料，除了適時成為顧頡剛「修正」崔適以為「終始五德」出自劉歆此一

論點的歷史證據外，更重要的亦讓顧頡剛重新思考劉歆「佐莽篡漢」的合理

性。雖然，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一文的結論，依然認為劉

歆確實利用了「終始五德」來改造古史系統，以達其「佐莽篡漢」的目的，

但如沒受到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的刺激，顧頡剛實無法在「修正」

崔適的論點後，合理地解釋劉歆如何在「終始五德」盛行的時代，「發明」可

以用來「佐莽篡漢」的古史系統。 

舉個例來說，顧頡剛於寒假寫「中國上古史研究」下學期的講義時，尚

接受崔適以為劉歆「欲明新之代漢」以重現「堯舜禪讓」此一說法，故有「漢

為火德」是劉歆從「新為土德」倒推回去的論點。66 然而，在〈五德終始說

下的政治和歷史〉卻改而以為「漢為火德」早在漢成帝時期，劉向（79 B.C.

－8 B.C.）就已提出，故「新為土德」是劉歆晚出之說，其目的就是重現「堯

舜禪讓」。雖然兩種說法的結果都是強調劉歆「佐莽篡漢」，但後說對前說「本」

崔適《史記探源》的「修正」，更符合顧頡剛所希望的「研究古史」。而從此

例，即不難看出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所提供的史料，對顧頡剛所造成的

                                                   
64

 雖然《遂初室筆記》第二冊寫於民國十九年二、三月間，而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一

文於該年六月才發表於《燕京學報》，但因顧頡剛為《燕京學報》編輯委員，故可以比其

他學者早先看到，此點從顧頡剛該年的《日記》可以得到證明。而這就可以說明，為何

同樣發表於該年六月的〈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會有「我很佩服錢賓四先生，他

的〈劉向歆父子年譜〉尋出許多替新代學術開先路的漢代材料，使我草此文時得到很多

的方便」此一句。見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第五冊下編，頁

483。 
65

 以上諸條見於顧頡剛，《遂初室筆記》第二冊，《顧頡剛讀書筆記》，第三卷，頁 1259–1262。 
66

 顧頡剛，《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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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與影響。 

以下便以五個要點說明顧頡剛如何於〈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闡

釋「劉歆利用了五德相生說來改造古史系統」。 

    第一，鄒衍發明「終始五德」，以「五德相勝」為原則。 

以「歷史」的角度看〈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的章節，第一節「五

行說的起源」、第二節「鄒衍的略史及其時代」、第三節「鄒衍的五德終始說」、

第四節「秦的符應及始皇的改制」、第五節「漢為水德或土德的爭辨」……，

實不會追問顧頡剛為何如此安排章節，因符合吾人所熟知的歷史演進此一寫

作模式。但如以顧頡剛言「崔先生說終始五德之說為劉歆所造，託之鄒衍，

我也不以為然」此一句論之，則可以說「修正」崔適的論點才是〈五德終始

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暗藏的「前言」。也因此，顧頡剛才會在「不敢確實斷說

五行說必是戰國後期起的」的情況下，依然作「鄒衍是始創五行說的人」的

假設。 

鄒衍憑藉了往舊的五行思想（即古代人把宇宙事物分類的思想），自己造

出整整齊齊的一大套五行說，用之於歷史上，說明歷代的符應及其為治

之宜，這是很可能的事。所以五行思想的起源，我們雖不能知道，而五

行學說的起源則我們不妨作此假設。67 

然而是什麼樣的因素讓顧頡剛敢在文章中作此假設，原來顧頡剛以為鄒

衍所生處的時代正是「帝制運動」的時代，而鄒衍又遊走於東帝齊與北帝燕

之間，再加上鄒衍的思想是講仁義禮樂的魯文化與夸誕不經的齊文化的混合

物。68 所以顧頡剛認為史籍記載「齊威、宣時，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

是可採信的，因鄒衍論「終始五德」的作用是在說明如何才可有真命天子出

來，而此「作意」正符合鄒衍生處的時代背景。不過，對於鄒衍為何要提出

「終始五德」，顧頡剛亦只能作「警誡當時國君」的推論，其就曰： 

                                                   
67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第五冊下編，頁 410。 
68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第五冊下編，頁 41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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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德終始說沒有別的作用，只在說明如何纔可有真命天子出來，真命天

子的根據是什麼。至鄒衍創此學說的用意，或在警誡當時國君，以為如

果沒有真命天子的根據時，切不可存著干求天位的非分妄想，也未可

知。69 

至於鄒衍如何「論著終始五德之運」，顧頡剛則據《史記集解》引如淳曰

「今其書有《五德終始》，五德各以所勝為行」，以及《七略》載「鄒子有《終

始五德》，從所不勝：土德後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兩

條資料，認為鄒衍「終始五德」主要是以「土勝木，木勝金，金勝火，火勝

水，水勝土」此一「五德相勝」的原理來解釋朝代間的相次轉移，故新朝之

起必因前朝之德衰，新朝所據之德必為前朝所不勝之德。70  

    第二，劉向父子改以「五德相生」說「終始五德」。 

雖然鄒衍「終始五德」給予統治者「正統性」的論述，然而鄒衍的學說

卻無法應付秦漢大一統後複雜的學術環境。 

首先，在鄒衍「終始五德」的理論中，「代火者」以前就只有黃帝、夏、

商、周四代，可是戰國後期以後，諸子們不但在黃帝、夏禹之間安插了「五

帝」等古代聖德帝王，亦陸續於黃帝之前增多了「三皇」等遠古帝王尊號，

使中國的古史系統愈放愈長。對此，顧頡剛就特別舉董仲舒（179 B.C.－104 

B.C.）《春秋繁露》為例，認為其在〈三代改制質文〉中所表述出的古史系統

就長達九代，如下： 

  周 ←  殷 ←  夏 ←  虞 ←  唐 ← 帝嚳← 顓頊← 軒轅← 神農 

（一代）（二代）（三代）（四代）（五代）（六代）（七代）（八代）（九代） 

 

         三王                       五帝                九皇71 

                                                   
69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第五冊下編，頁 415。 
70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第五冊下編，頁 418。 
71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第五冊下編，頁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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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董仲舒已是西漢景帝、武帝時的學者，因此當其排列出的古史系統已含

有「五帝」時，在顧頡剛眼中，即視為長期「層累」下來的結果。也因此，

晚於董仲舒三十餘年出生的司馬遷在「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後，

依舊以〈五帝本紀〉作為《史記》之首。於是乎，只交代黃帝、夏、商、周

四代的鄒衍「終始五德」，在漢朝新的古史系統挑戰下，只有被「改造」的

餘地。尤其是「五帝」的增入，使得鄒衍學說面臨如欲說黃帝為土德，則夏

朝必將不是木德的窘境。 

當鄒衍創立五德終始說時，古史系統上至黃帝而止，所以他的五德系統

就從黃帝算起。但以後古史系統愈放愈長，而五德系統固定不變，那就

不能使人滿意了。只因秦皇、漢武已把它用作國典，謂可隨了民意改變，

沒有法子。然而董仲舒作〈三代改制質文〉篇，三代以上就推出八代，

已與《世經》相似。自董仲舒到西漢末約一百年，自然這新的古史系統

更確立了，《世經》的作者即欲不用而亦勢有不可了。72 

其次，鄒衍的「終始五德」是以「五德相勝」的原則來解釋朝代更迭。

對於只有黃帝、夏、商、周四代的鄒衍學說而言，本自成體系，畢竟先秦典

籍多載商、周因革命而起，故縱使夏朝與黃帝關係不明朗，亦不構成太大的

牴牾。然而，「五德相勝」此種以一德勝一德、一代革一代的運轉模式，卻無

法合理解釋其他含有「五帝」的古史系統，尤其是「五帝」成為漢代學者普

遍認知時，更顯支吾。蓋據《史記》、《大戴禮記》所載，黃帝作為天子，乃

出於諸侯公推，並非革命；顓頊、帝嚳、帝堯皆是黃帝子孫，故為同一皇族

相繼，也非革命；而帝舜、夏禹的帝位，則同出於禪讓，更非革命。也就是

說，「五帝」之中沒有一位是靠革命而起的帝王，因此漢朝諸儒如欲以「終始

五德」詮釋朝代遞嬗，勢必無法再以「五德相勝」為原則作說明。換言之，

鄒衍的「終始五德」將被迫作「改造」。而「改造」的方法，顧頡剛認為就是

將「五德相勝」改為「五德相生」，顧頡剛說： 

                                                   
72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第五冊下編，頁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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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系統和五行系統不能合拍，在漢代人的眼光看來，是多麼可以發愁

的事？不要慌罷！五行系統除了相勝說之外還有相生說，歷史系統何嘗

不可改用了相生說以濟相勝說之窮呢！73 

至於「五德相生」此說的出現，顧頡剛認為始見於董仲舒《春秋繁露》。

74 不過由於董仲舒於《春秋繁露》中並未以「五德相生」比附朝代更替，因

此顧頡剛又據班固於《漢書‧郊祀志》贊曰：「孝武之世，文章為盛，太初改

制，而兒寬、司馬遷等猶從臣、誼之言，服色數度，遂順黃德。彼以五德之

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劉向父子以為帝出於震，故包

羲氏始受木德，其後以母傳子，終而復始，自神農、黃帝下歷唐虞三代而漢

得火焉。」75 以及荀悅（148－209）《漢紀》言；「張蒼謂漢為水德，而賈誼、

公孫弘以為土德，及至劉向父子，乃推五行之運，以子承母，始自伏羲，以

迄于漢，宜為火德。其序之也，以為《易》稱『帝出乎震』。」76 此二條資料

以為「終始五德」流傳至「劉向父子」時，才開始改以「五德相生」解釋陸

續「層累」而成的古史系統。 

而讓顧頡剛接受這二條資料的原因，不外乎二點：一即漢武帝太初改制

時，依舊以「五德相勝」的原則，詔定漢朝為土德，故可知董仲舒雖已有「五

德相生」之說，但對「漢德」尚無影響，因此，顧頡剛認為以「五德相生」

說明朝代關係不會早於漢武帝時期；另一為漢宣帝時，河內女子發得《易‧

說卦》一事，此事之所以備受重視，乃在於讓「五德相生」具有「五經」依

據的「帝出乎震」一句正出於〈說卦〉此傳。77 是故當班固、荀悅皆言漢宣

                                                   
73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第五冊下編，頁 485。 
74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第五冊下編，頁 486。 
75

 班固，《漢書》，卷二十五下，〈郊祀志第五下〉，頁 1270–1271。 
76

 荀悅，《漢紀》，〈高祖皇帝紀卷第一〉，收於《兩漢紀》（張烈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上冊，頁 2。 
77

 顧頡剛曰：「〈說卦傳〉上的八卦方位和五行相生說竟是一模一樣的，他們都是：一、在

五行上，以木、火、土、金、水為次；二、在方位上，以東、南、中、西、北為次。這

種《易》學，把八卦遷就五行到如此地步，一定要在五行學說極昌盛的時候纔能發生。〈說

卦〉既出漢宣帝時，恐怕就是漢宣帝時人所作的吧？」又曰：「到了漢代，因古史系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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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以後的「劉向父子」改據〈說卦〉「帝出乎震」以伏羲為木德，依「以母傳

子，終而復始」、「五行之運，以子承母」此一「五德相生」原則，推漢朝為

火德，顧頡剛即認為應是如實的記載。而「此時的劉向父子」依「五德相生」

所推排出的古史系統，則如下： 

木德 

伏羲 

堯 

秦 

火德 

神農 

舜 

漢 

土德 

黃帝 

夏 

 

金德 

顓頊 

商 

 

水德 

帝嚳 

周 

 

    第三，「漢為火德」與「漢為堯後」本為二事。 

東漢賈逵曰：「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

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

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78 可以說是崔適於《史

記探源》論「終始五德」的主要根據，從而以為「漢為堯後火德」之說乃「自

歆為莽典文章始矣」。然顧頡剛卻透過對史籍的爬梳，以為「漢為火德」、「漢

為堯後」分屬二事，且認為此二說早在劉歆「佐莽篡漢」之前就已興起。 

關於「漢為火德」，由於顧頡剛認為「終始五德」系統於「劉向父子」時

期便已改用「五德相生」，而班固、荀悅載「包羲氏始受木德」、「以迄于漢，

宜為火德」正是「五德相生」思想的表現，因此可知「漢為火德」於「劉向

父子」時期就已提出。從而顧頡剛也以為「漢為火德」的符應之說－－「高

祖始起，神母夜號，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統矣」，79 在西漢後期就

已形成。 

在新的五德終始系統中，漢之不得不為火，正如在舊的系統中，漢之不

                                                                                                                                           

伸展和所伸展的古史的不適於使用五行相勝方式，故鄒衍的五德終始說必須有一度澈底

的改造。這澈底改造的口號是〈說卦傳〉上的『帝出乎震』，而〈說卦傳〉是一篇五行相

生化的八卦說。」見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第五冊下編，頁

490–492。 
78

 范曄撰，李賢注，《後漢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

北京第 8 次印刷），卷三十六，〈鄭范陳賈張列傳第二十六〉，頁 1237。 
79

 班固，《漢書》，卷二十五下，〈郊祀志第五下〉，頁 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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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為土一樣。黃龍見於成紀的符瑞，是公孫臣主張漢為土德之後纔出

現的。那麼，神母夜號的符瑞，自然應當待劉向父子發明了漢為火德的

主張之後才出現，可以無疑了。80 

正因為「漢為火德」乃「劉向父子」所發明，因此《史記‧高祖本紀》提及

「神母夜號」的傳說，以及《史記‧封禪書》載漢初施行「色尚赤」的說法

，顧頡剛即認為皆是後人所偽竄。 

至於「漢為堯後」，顧頡剛亦認為早在漢昭帝時期就已有此說法，如眭弘

（？ B.C.－78 B.C.）即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

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襢以帝位，

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81 當然，眭弘秉著先師董仲

舒之言，主張漢帝應效法「堯舜禪讓」的下場，即是遭到漢廷誅殺。然而，

從眭弘的事件卻可知「漢為堯後」的說法至少在西漢中期就已經成形，因此

顧頡剛認為《左傳》有關「漢為堯後」的記載，縱使真是劉歆所竄入亦是在

「漢為堯後」之說已發生之後。82 

    第四，依王莽《自本》推排「終始五德」的世系代次。 

在《史記探源》中，崔適曾依據王莽始建國時的「策命」，認為劉歆《三

統曆》中所排列出的古代聖德帝王繫譜，全是為了使王莽重現「堯舜禪讓」

而偽造。而顧頡剛對於崔適此一結論頗為認同，因此加以發揮寫成〈五德終

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然而值得繼續深論的是，因顧頡剛以為「終始五德」

在漢代已非常流行，因此其對於劉歆如何「利用五德相生說來改造古史系統」

的解釋，其實並不同於崔適先「增入少皞」、後「解消秦朝」的二段式論證。

當然，如欲說顧頡剛的「不同」即是其對崔適的「修正」，亦可，那麼「修正」

的關鍵即在於顧頡剛以為王莽的《自本》才是論述「改造古史系統」的切入

點，而非王莽的「策命」。 

                                                   
80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第五冊下編，頁 493。 
81

 班固，《漢書》，卷七十五，〈眭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頁 3154。 
82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第五冊下編，頁 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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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的《自本》會受到顧頡剛的重視，只因顧頡剛從《自本》載晉史的

卜辭，發現《自本》寫於漢哀帝末年。 

《自本》中晉史之言，曰「陰為陽雄」、曰「宜有聖女興」，明是王太后

握了政權之後所造。曰「土火相乘」，也明是漢為火德之說已興之後所造。

曰「後六百四十五年」，按魯僖公十四年當西元前六百四十六年，至漢哀

帝末年（西元前一）恰當此數。這一年，即是「王太后至未央宮收取璽

綬，遣使者馳召莽，拜為大司馬，與議立嗣。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

之年。83 

由於此時「漢為火德」、「漢為堯後」之說皆已形成，故顧頡剛認為王莽於

《自本》中強調王氏為黃帝姚氏、虞舜媯姓的苗裔，主要目的有三：一為，

王氏為黃帝之後，而黃帝又是土德，因此表示王莽亦應據有土德；二為，王

氏為虞舜之後，而虞舜又是受唐堯的禪讓，因此表示王莽應將禪讓的故事重

演一回；三為，晉史預言「土火相乘」，而漢朝正好為火德，因此表示王莽

應以土德代漢的火德。凡此種種皆表示如王莽不做黃帝，是上天所不許的。84  

不過由於王莽的祖先有黃帝與帝舜，而漢朝的祖先只有帝堯，在「終始

五德」循環中，尚有缺一之憾，因此顧頡剛認為「王莽及助王莽造偽史以篡

位的人」，85 依《呂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等文獻幫漢朝補了炎帝

神農氏此一祖先。於是顧頡剛透過王莽的《自本》，以為王莽等人的「終始五

德」雛型如下： 

                                                   
83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第五冊下編，頁 559。 
84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第五冊下編，頁 560。 
85

 由於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一文的寫作策略，是在全文最後才告知「利

用五德相生說來改造古史系統」的人是劉歆，因此顧頡剛在推排劉歆「終始五德」的過

程中，常以「他們（王莽及助王莽造偽史以篡位的人）」行文。不過也由於顧頡剛寫作此

文時，早已將「劉歆佐莽篡漢」做為前提認知，故顧頡剛有時到了「小結」之處，還是

會直接以「劉歆」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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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德 

？ 

？ 

？ 

火德 

神農 

堯 

漢 

土德 

黃帝 

舜 

新 

金德 

？ 

？ 

 

水德 

？ 

？ 

 

至於「問號」之處要如何安排，即考驗著「造偽史者」對古史的認知。 

首先，在神農之前的一個「問號」，顧頡剛以為這是最容易解決的問題。

因在漢人的觀念中，神農以前尚有伏羲一氏，86 因此「造偽史者」便輕鬆地

將神農之前的「問號」安排為伏羲。況且班固不就是如此贊曰：「劉向父子以

為帝出於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 

其次，黃帝至堯、舜間的三個「問號」，顧頡剛則以為這是極難解決的問

題。蓋據〈五帝德〉、〈帝繫姓〉、《史記‧五帝本紀》可知西漢初期的「五帝」

系統為「黃帝、顓頊、帝嚳、堯、舜」此五人，然而在王莽等人的「終始五

德」中卻必須是「黃帝、？、？、？、堯、舜」六位。也就是說，即便將顓

頊、帝嚳填入，尚有一個「問號」有待解決。所以，此處的難題在於如何補

進一個人，且該放置於哪個位置。有趣的是，〈帝繫姓〉正好提及顓頊、帝嚳

兩人分別為黃帝之孫與曾孫，因此顧頡剛認為「造偽史者」所想到的就是補

入「黃帝之子」，於是三個「問號」的順序乃為「黃帝之子」、顓頊、帝嚳。 

他們於是翻出〈帝繫篇〉一瞧（這是我的猜想），知道顓頊是黃帝之孫，

帝嚳是黃帝之曾孫，堯是黃帝之玄孫，從黃帝到堯共有五代，卻只有四

帝，大可補入「黃帝之子」一帝來填滿這個空白。87 

然而在先秦典籍中，知名的「黃帝之子」就有四人：夷鼓、青陽（玄囂）、

蒼林、倉意，於是該將哪位「黃帝之子」排進「終始五德」，成了「造偽史

者」接下來必須面對的問題。而顧頡剛「猜想」的結果，88 以為「造偽史者

                                                   
86

 如《淮南子‧主述訓》即言：「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犧、神農之所以為師也。」

《戰國策‧趙二》也載：「「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宓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

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 
87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第五冊下編，頁 571。 
88

 顧頡剛就曰：「他們在高文典冊中找來找去（也是我的猜想），結果在《周書》（今稱《逸

周書》）〈嘗麥解〉裏找得一段文字。」見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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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周書‧嘗麥》裏記載「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名

曰質，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亂」可以加以利用，所謂「少昊清」不就是說「

少皞」名「清」，而「清」應該就是指青陽，且「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亂」

的大功，不也說明「少皞」具備為帝的資格。於是，「少皞」便順理成章的

成為繼黃帝之後的古代帝王。不過，也由於「少皞」資料甚少，並且是在王

莽輔政以後才進入古史系統，因此顧頡剛以為「造偽史者」為使時人接受「

少皞」，於是在《國語‧楚語》裏插進了一段顓頊受帝位於「少皞」的故事

，以及在《左傳》魯昭公十七年加進了郯子說祖德的故事。換言之，今日《

國語》、《左傳》所呈現出的這兩段資料，顧頡剛皆認為是假造竄入的。 

最後，關於漢朝以前的三個「問號」，顧頡剛也認為這是不容易解決的問

題。原因在於虞舜至漢朝之間，實際上有夏、商、周、秦四代，可是卻只有

三個「問號」可以安排。因此顧頡剛認為「造偽史者」即襲用漢初大臣對「漢

德」爭辨的老方法，把秦剔了出去。從而三個「問號」分別是金德的夏、水

德的商、木德的周。不過，對顧頡剛而言，擯秦其實只解決問題的一半，因

其認為漢人無不有秦朝是水德的認知，於是新的「終始五德」在無法推翻眾

說的情況下，勢必接納秦為水德的說法。然而秦為水德是依「五德相勝」原

則發展而來，於是如何將此說呈現於「五德相生」系統中，顧頡剛認為這才

是「造偽史者」最大的挑戰，其就說： 

夏金、殷水、周木既已定了，可是秦的水德的證據也太多，〈始皇本紀〉

有之，〈封禪書〉有之，〈曆書〉有之，要完全推翻這件事實倒也不便。

於是想出一個「閏位」的辦法來，說秦雖水德，但是他的水德是介於周

木和漢火之間的，失了他的固有行次，所以不久敗滅。又說他是「任知

刑以強」的，只能算「伯（霸）」，而不能算「王」。於是秦的一代就不為

正統而為閏統，不為「秦王」而為「秦伯」。89 

                                                                                                                                           

辨》第五冊下編，頁 572。 
89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第五冊下編，頁 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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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顧頡剛的言論可知，「造偽史者」為將秦為水德之說調和進「五德相生」

系統，於是想到了「閏位」此一絕佳的方法。然而，在王莽等人的「終始五

德」中，秦朝為閏統已進入第三次的循環，如下： 

木德 

伏羲 

帝嚳 

周 

閏水 

？ 

？ 

秦 

火德 

神農 

堯 

漢 

土德 

黃帝 

舜 

新 

金德 

少皞 

夏 

 

水德 

顓頊 

商 

 

因此，為了處理增多的二個「問號」，顧頡剛認為「造偽史者」又於古史傳

說中尋求合適的「陪客」來敷衍，從而於《淮南子》找到共工，90 以及於《

史記》發現帝摯，91 一前一後地將二個「問號」填滿。 

其實什麼共工和帝摯，都不過作秦的閏統的陪客而已；而秦之所以為閏

統，也不過被王莽的《自本》所擠，致虞之後、漢之前只留三個位子，

不夠兼容四代，逼得用了閏統之名來敷衍它一下而已。92 

                                                   
90

 《淮南子‧原道訓》就載：「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為帝，遂

潛于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天文訓〉也載：「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

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

顧頡剛即藉此推測王莽及助王莽造偽史以篡位的人的想法，以為：「他們想：共工和水既

是這等有關係，自然把他算做水德了。他的氣力可以觸不周之山而始地東南傾，其任力

而不任德也可知也。他與顓頊或高辛爭為帝，以致宗族殘滅，可見他的帝業是沒有成功

的。」不過又由於共工在《尚書‧堯典》內是以堯的臣子的身分出現，也就是說，共工

在年代上無法與顓頊或高辛爭帝。但有趣的是，對於如此的矛盾顧頡剛則認為「造偽史

者」的想法是：「好在這是小節，不妨歸之於古史傳說的紛歧。」而有關顧詰剛對共工的

詳細論說，可見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第五冊下編，頁 568–

569。 
91

 顧頡剛關於帝摯的論證如下：「第一次五德終始的木火之間，有以水德居閏統的共工。第

三次，又有秦伯。第二次呢？《世經》中沒有說明。但我把它細讀幾遍，纔知道作者並

沒有忘記。《世經》云：『帝嚳……為木德。帝摯繼之，不知世數。……帝堯……為火德。』

可見他是把帝摯算作第二次中始終的閏統的。帝摯這人古書中說得很少。……《史記‧

五帝本紀》云：『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現在《世經》

卻說『帝摯繼之，不知世數』，直以帝摯自有其若干世，可以當得一代。帝摯在嚳木堯火

之間為閏統，豈不是與共工和秦甚相類嗎？」見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

《古史辨》第五冊下編，頁 569–570。 
92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第五冊下編，頁 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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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補齊後的「全史五德終始表」即如下： 

木德 

伏羲 

帝嚳 

周 

閏水 

共工 

帝摯 

秦 

火德 

神農 

堯 

漢 

土德 

黃帝 

舜 

新 

金德 

少皞 

夏 

 

水德 

顓頊 

商 

 

    第五，從《世經》的內容、作意，斷言作者為劉歆。 

「世經」一詞，出自於《漢書‧律曆志》，且由於「世經」二字以降至〈律

曆志〉篇末這一大段的文字可自成一體系，而班固又表示其〈律曆志〉是參

考劉歆《三統曆》而成，因此顧頡剛以為：「《世經》是西漢末年的一部書，

劉歆《三統歷》引用之。」93 至於顧頡剛之所以重視《世經》，乃在於《世經》

呈現的內容正是「五德相生」的古史系統，而且此古史系統又與「王莽及助

王莽造偽史以篡位的人」的「終始五德」相合。是故，顧頡剛又言：「《世經》

這部書，在別的地方從沒有引用過，只見於劉歆的《三統歷》。以那時的學風

而論，偽書是大批地出現，劉歆又是偽書的宗師（俱見康常素先生《新學偽

經考》），則此書頗有亦出於劉歆的可能。話說得寬一點，此書也有出於劉歆

學派的可能。」94 也就是說，顧頡剛認為《世經》是劉歆及其學派所偽造，

目的就是在「助王莽造偽史以篡位」。而〈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全文

的重點無非就是在「求證」這段話。 

不過，由於班固、荀悅皆曾表示「劉向父子」之時改以「五德相生」原

則說「終始五德」，因此顧頡剛特別謹慎地將《世經》中的古史系統與「劉向

父子」依「五德相生」推排出的朝代順序作比較，發現兩者的差異處在於《世

經》有「少皞」無秦朝，而「劉向父子」則是有秦朝無「少皞」。正是因為有

如此的差異，故顧頡剛認為《世經》記載朝代遞嬗雖採用「五德相生」原則，

或許可以說是源自於「劉向父子」的「終始五德」學說，但不能因此就說《世

經》的古史系統也來自於「劉向父子」，因為《世經》的古史系統是符合王莽

                                                   
93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第五冊下編，頁 440。 
94

 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古史辨》第五冊下編，頁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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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本》，而劉向是漢朝的忠臣，所以不可能「助王莽造偽史以篡位」，於

是「此時的劉向父子」，確切的說應是「劉歆」。進而言之，《世經》就是劉歆

所作，當然《世經》中的古史系統亦即劉歆所改造。95 至於班固《漢書》、荀

悅《漢紀》會將「劉向父子」、「五德相生」以及劉歆「改造」後的古史系統

聯繫在一起論述，顧頡剛則以為此兩人無非是上了劉歆的當。96 

透過以上的論述，可以知道顧頡剛雖接受崔適《史記探源》關於「終始

五德」的論點，但也多所「修正」。以為「終始五德」學說確實為鄒衍所創立，

但鄒衍所提出的原則尚為「五德相勝」，是經過西漢「劉向父子」的「改造」

後，這套學說才全面改以「五德相生」來論述朝代更迭。不過，顧頡剛雖指

出「劉向父子」以後，「終始五德」學說的運轉模式由「五德相勝」轉為「五

德相生」，但卻以認為此時以「增入少皞」為分界的新古史系統其實尚未形成，

而是劉向死後才出現。關鍵在於，顧頡剛發現劉歆為使其能夠順利地「佐莽

篡漢」，於是利用「五德相生」原則與「堯舜禪讓」故事的流行，替王莽捏造

了一個全新的古史系統，從而給予新莽代漢合法性的論述。 

四、結論 

顧頡剛發表於民國十九年的〈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向來被探討

「終始五德」與漢代政治、學術關係的學者奉為「經典」。由於〈五德終始說

下的政治和歷史〉是篇具有指標性的文章，因此研讀者鮮少會去注意到該文

中所述及的諸多觀點是否皆為顧頡剛的「發現」。例如顧頡剛全文所要論證的

「劉歆利用了五德相生說來改造古史系統」，其實是「修正」崔適《史記探源》

所提出「終始五德之說為劉歆所造」此一結論而來。 

在《史記探源》中，崔適根據班固自言《漢書‧律曆志》錄自劉歆《三

統曆》，以及發現《三統曆》依「終始五德」模式所載的古史系統與王莽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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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時的「策命」相符，從而認為「終始五德」必為劉歆所造，因「終始五德」

旨在「明新代漢」，重現「堯舜禪讓」。於是乎，凡是《史記》、《漢書》中記

載到「騶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的事蹟與漢初群臣爭辯「終始五德」的

言論，皆被崔適視為劉歆所偽造與託假。 

對於崔適強調「終始五德」為劉歆所造，並託始於鄒衍的說法，顧頡剛

並不以為然，認為假使「終始五德」為劉歆新創之說，何以當時能遽然博得

多數民眾的信仰。因此，顧頡剛雖曾自言〈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一

文是「本」崔適《史記探源》，但其實內容多是在「修正」崔適的論點。 

在〈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中，顧頡剛認為史載「騶子之徒論著

終始五德之運」之說尚可相信，且指出鄒衍當時是以「五德相勝」的原則比

附朝代盛衰，在歷經西漢「劉向父子」的「改造」後，「終始五德」才全面改

以「五德相生」來解釋陸續「層累」而成的古史系統。雖然「終始五德」學

說在「劉向父子」時期產生了變革，但顧頡剛最後還是認為《漢書‧律曆志》

所載錄的古史系統，其「作者」只有劉歆一人，理由為這套包含「少皞」的

古史系統與王莽的《自本》相呼應。因倘若劉向在世，以其一生宗漢的立場，

實不可能「發明」與王莽的《自本》如此契合的古史系統。為此，顧頡剛也

「修正」了崔適依據王莽「策命」來論證劉歆偽造古史系統是為了使王莽重

現「堯舜禪讓」的說法。因為顧頡剛透過對漢代史籍的全面爬梳，發現「漢

為火德」與「漢為堯後」此二說早在王莽篡漢之前就已興起，但「新為土德」、

「新為黃帝、帝舜之後」卻是晚出讖緯之說，因此顧頡剛以為寫成於漢哀帝

末年的王莽《自本》，才是符合論述「劉歆改造古史系統」的切入點，而非是

王莽始建國時的「策命」。 

由於顧頡剛撰寫〈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的目的是在「修正」崔

適《史記探源》論「終始五德」的缺失，而不是反駁，因此顧頡剛雖認為崔

適「終始五德之說為劉歆所造」是不符歷史事實的論證，但對於崔適指出「劉

歆偽造∕改造古史系統」在「佐莽篡漢」的說法卻未曾質疑過，所以顧頡剛

對崔適所作的「修正」，其實都是在合理化劉歆如何在「終始五德」盛行的時

代，「發明」可以用來「佐莽篡漢」的古史系統。而這就是為何〈五德終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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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政治和歷史〉一文已詳細論述「五德終始」學說對漢代政治、學術的影

響，但結論依然要強調「劉歆利用了五德相生說來改造古史系統」，因為顧頡

剛寫〈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尚有一隱含的要義，即旨在論證「劉歆

佐莽篡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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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ussions of the difference views on 

 “Five Elements” between Cui Shi and Gu  

Jiegang 

 

Chu, Hao - i 
 

 

 

Abstract 

Cui Shi was a famous classical scholar and historian in modern china. In his 

opinion, “Five Elements” was falsified by Liu Xin for supporting Wang Mang to 

usurp han dynasty. Therefore, the records of “Five Elements” are fake in Shi Ji 

and Han Shu.  

Gu Jiegang, Cui Shi’s student, considered there are some points in Cui Shi’s 

study that are worthy of discussion. In Gu Jiegang’s opinion, “Five Elements” that 

recorded in the history was believable. Liu Xin just use the popularity of “Five 

Elements” for supporting Wang Mang to usurp han dynasty. 

Key words: Liu Xin, Five Elements, Support Wang Mang to Usurp Han 

Dynasty, Cui Shi, Gu Jiegang, Modern Aca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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